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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多名外国记者提出
去延安采访的申请，国民党当局一
直拖着不办。不久，在国内外舆论
和盟国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勉强
批准了采访请求，最后决定组成

“混编”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
团”，绞尽脑汁敲定了一份有 6 名
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以及2名
领队、4名陪同人员的名单。国民
党当局自以为布置得十分妥当，但
万万没想到，名单中被冠以“中国
陆军机关代言人”的《扫荡报》记
者谢爽秋竟是一名中共党员，而其
背后的地下工作者团队更是在中共
南方局的领导下收集了大量情报。

东渡日本

1926 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
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曹祥华担
任中共汉阳地委宣传委员，并兼任
多个党支部的工作。

1927 年初夏，汪精卫走上公
开反共的道路，武汉笼罩在一片白
色恐怖之中。7月，中共湖北省委
为了凝聚革命力量，成立了中共汉
口第三区委员会，下辖租界车夫、
汉口英美烟厂、邮政3个支部。10
月，第三区委与第二区委合并，曹
祥华临危受命担任书记，发动工
人，领导工人斗争。区委机关设在
汉正街广福巷3号，下辖德国华烟
厂、租界码头等十多个工人党支
部，党员170多人。

此时，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
下，中共党组织及活动完全转入地
下。重建后的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秘
密转移到珞珈碑路 （今珞珈山街）
12 号，罗亦农、陈乔年先后担任
省委书记，策划领导了“八二”总
同盟罢工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

争。随着形势的恶化，夏明翰、向
警予等在武汉被杀害，武汉三镇的
党组织均遭到破坏。1928 年，曹
祥华随罗亦农等人撤离到上海。曹
祥华担任中共上海浦东区委书记。

1934 年 ， 曹 祥 华 赴 日 本 留
学，考入日本法政大学经济科。

1935 年 9 月，中共党员林基
路、官亦民和陈洪潮等人再次成立
了中共东京支部。支部秘密联络在
日本的中共党员，把党员派到群众
组织中去，加强对留学生革命活动
的指导。支部组织在明治、早稻
田、法政等大学的在校党员和积极
分子参加“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
选举，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曹祥
华、谢爽秋等都是积极参与者。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留
日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与日本当
局的冲突更加激烈，被捕被逐的事
件日益增多。

全面抗战爆发后，曹祥华、谢
爽秋、邓达章、贾植芳等 1000 多
名留日学生毅然中断学业返回祖
国，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一盘大“棋”

此时，国民党唯恐血气方刚、
受过高等教育的留日学生奔赴延
安，于是在上海、武汉、广州、重
庆等城市设立了“归国留日学生招
待所”，声称凡是愿意参加抗日工
作的留日学生，都可以来登记，招
待膳宿。以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
兼校长，陈立夫兼教育长）的名义
组织考试，学员接受短期训练后分
配工作。1937年9月，中央政治学
校特别训练班在南京成立，编制
600人。1938年4月，训练班转移
到武汉，改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

部训练团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

全会在重庆召开，确定了“溶共”
“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掀起
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进
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9
年，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南方
局，直接领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和《新华日报》的工作，负责西南
和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

南方局对留日归国学生组成的
抗日力量高度重视，派黄静汶秘密
联络曹祥华等人，一起考察训练班
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了谢爽秋、李哲
愚、邓达章和谢挺宇等中共党员。
南方局指示曹祥华等人利用分配工
作的机会打入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

“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要求这

批执行潜伏任务的人采取单线联
系，不与其他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实行“转地不转党”，把组织关系全
部保留在南方局。允许“共产党员
和公务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或三青
团；当入党入团时，不必表示迟疑态
度，以免引起怀疑”，约定“如入党入
团一般的均须填写反共表格及做反
共宣誓时，可照例举行”。

曹祥华等人打入 《扫荡报》
后，南方局指示他们要充分利用这
张报纸的特殊地位，去做我们需要
的情报工作，要利用军报记者的有
利身份，注意搜集战略情报。凡是
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
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都要
及时反馈。

长期埋伏

《扫荡报》 以军事报道见长，

所刊发的新闻经常被 《泰晤士
报》《纽约时报》 等外媒直接采
用，被冠以“中国陆军机关代言
人”的称号。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扫荡
报》依然维持着全国性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此时曹祥华已经是专栏编
辑，邓达章是国际版编辑，谢爽秋
为采访部主任，李哲愚、谢挺宇等
人是军事记者，他们形成了一支内
外结合的情报小组。

国民党军队撤退到什么地方，
国民党要进行什么样的宣传，李宗
仁、李品仙等高级将领对抗战和中
共抱什么样的态度，曹祥华等人都
掌握得一清二楚，及时把一手资料
提供给南方局。谢爽秋、李哲愚利
用军事记者身份搜集情报，把国民
党各战区随军记者、各集团军战地
记者和各个军事政治部军事通讯员
发回的独家战讯，随时随地向南方
局报告。他们还接触了大量国民党
军政要员、民主人士，了解他们对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及对各地战
况、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见解，
从中分析出有价值的情报。每当前
线战况激烈，有重大事件时，他们
主动出击，采访从前方回重庆的军
事将领。这样的采访不但不会引起
怀疑，还可以直接从当事人那里获
得情报。

谢爽秋作为《扫荡报》记者到
达延安后，没有像其他国民党报刊
记者一样单独行动，而总是和参观
团在一起，做了一名“本分”的记
者。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扫荡
报》总编辑的毕修勺才从曹祥华的
同学贾植芳口中得知，原来“他们
都是地下党员”。

据《党史博览》《解放日报》

打入国民党军报的中共情报小组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熙宁九年
（1076 年） 第二次罢相回到江宁
（今南京） 之后，就在江宁府城东
门和钟山之间一个名叫白塘的原本
极荒芜的地段，购置了一块地皮，修
盖了几间房屋，种植了一些树木，稍
稍做成了一个家园模样，作为他的
府第。府第的周围别无人家，房屋
也仅避风雨，并不宏伟壮观，甚至
连垣墙也没有修筑，看起来像是设
在路旁的小旅店。因为它距江宁城
东门和钟山主峰各为七里，王安石
就为它取名为“半山园”。

王安石经常出游于江宁附近各
地，有时骑马，有时骑驴。马是宋
神宗赠送的，驴是自己买的，他还
雇用了一名牵卒。后来马死掉了，
便专骑小驴。有人曾向他建议说，

老年人出游最好乘用肩舆 （轿
子），他不肯这样做，并且回答
说：“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
人代畜者。”

苏辙曾在一道奏章中说王安石
是一个“山野之人”，大概就是因
为王安石的衣着装束和举止行动都
不像当时一般士大夫们那样斯文、
雅致和奢华之故。而他的这种本
色，直到做了许多年的宰相之后，
也不曾有任何改变。

钟山有一座佛寺，名叫定林
寺，因距离半山园较近，凡是不到
别处旅游的日子，王安石就到定林
寺去。那里有专供他居住的一所房
子，王安石经常在这所房子里读
书、著述，或者接待来访的客人。
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米芾就是在这里

与王安石相识的，他为这所房子取
名为昭文斋，并当场题写斋名。

对于一向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并
因此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轼，当他
北徙汝州，路过江宁时，王安石竟
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加以接待。这时
候的王安石，对苏轼只谈论一些与

“诵诗、说佛”有关的话题，对另
外一些到半山园或定林寺来访的
人，也大都是谈论一些同样的话
题，基本上是不大议论时事的。

然而像王安石这样曾勇于担当
变法重任的人，是不可能对现实政
治、国家命运漠不关心的。只有对
思想上、政治上真正志同道合的
人，他才乐于与之谈论这样的问
题。他在写给女婿蔡卞的一首诗中
说：“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圃

……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
独当邀之子，商略终宇宙。”正充
分说明了这一点。

元丰七年 （1084 年） 春，王
安石生了一场重病，有一次昏迷达
两日之久。宋神宗派了御医前来诊
视，经多方治疗，他才得以痊愈。
病愈后，王安石对于几年来所经营
的半山园和附近的几百亩田产，全
觉得是一些累赘，就向宋神宗陈
报，把半山园改作僧寺，并由宋神
宗命名为“报宁禅寺”，把在上元
县境内所购置的荒田熟田一律割归
钟山的太平兴国寺所有。这年秋
天，王安石一家又在江宁城内的秦
准河畔租了一个小小的独院居住，
不再自造宅第。

据《现代家庭报》

王安石的退休生活


